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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东北鼠疫大暴发对清末民初防疫卫生
事业建设的内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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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１９１０—１９１１ 年东北鼠疫大暴发蔓延至全国ꎬ影响深远ꎮ 医学博士伍连德回国担起了防疫大任ꎬ在
东三省总督锡良、外务大臣施肇基的鼎力支持下ꎬ在俄国、日本等国外政府的合力防疫下ꎬ实行“分区隔离、集中

焚尸、断绝交通、寻找病源”等科学措施ꎬ有效遏制了疫情ꎬ并对清末民初的防疫卫生事业产生积极的影响ꎮ 而日

本借防疫之机ꎬ加深了对中国地区的政治介入和经济渗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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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国内外史学界从“医疗

社会史”“公共卫生系统的现代化” “国家与社

会”等多元视角来考察东北鼠疫发生的原因及其

对现代的启示ꎮ〔１〕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ꎬ利用

«东方杂志» «申报» «新闻报»等未刊资料对 ２０
世纪初东北鼠疫暴发原因以及东三省防疫处的

创建展开考察ꎬ分析中日俄三方政府在鼠疫暴发

后合作抗“疫”的过程ꎬ深入研究其对近代中国

公共卫生防疫事业的内外影响及启示ꎮ

一、鼠疫暴发及蔓延中国的原因

鼠疫是一种比人类更古老的疾病ꎬ是由鼠疫

杆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烈性传染病ꎮ〔２〕在明清时

代影响着中国的人口和社会发展ꎮ〔３〕１８９４ 年(清

光绪二十年)ꎬ鼠疫曾发现于香港、云南、广东等

华南地区ꎬ１９ 世纪初鼠疫基本都在华南传播ꎬ直
到 １８９８ 年腺鼠疫从华南到牛庄传播ꎬ１８９９ 年东

北营口暴发鼠疫ꎬ导致 １３７０ 名中国人丧生ꎻ
１９１０—１９１１ 年东北三省及全国的肺鼠疫大流

行ꎬ因死亡的人数达到 ６５０００ 人ꎬ按当时币值ꎬ经
济上损失达一万万元而载入史册ꎻ１９１７ 年 １２ 月

(民国六年)绥远和山西两省流行鼠疫ꎬ在七个

月间死亡达 １６０００ 余人ꎮ〔４〕１９２０—１９２１ 年(民国

九年)东北地区第二次发现鼠疫ꎬ由于设有专门

的防疫机构ꎬ所以死亡人数大大降低ꎬ有 ８５００ 人

丧生ꎬ染病范围仅限于满洲北部和西伯利亚东部

地区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发

现多例肺鼠疫病例ꎬ鼠疫仍是中国强制管理的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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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传染病ꎮ〔５〕

１９１０—１９１１ 年暴发的鼠疫源自俄国境内ꎮ
据报道ꎬ１９１０ 年的 ９ 月ꎬ俄境西伯利亚的斯列坚

克斯、俄属黑龙江下游的尼克拉耶夫斯克城相继

发生鼠疫ꎮ 因地广人稀ꎬ政府管控严格ꎬ使疫情

没有大规模蔓延ꎮ 但俄国将可能染疫的中国民

工驱逐出境ꎬ将鼠疫带到了中国境内ꎮ 自 １９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在满洲里地区发现了鼠疫病例ꎬ〔６〕

１０ 月 ２６ 日哈尔滨发现鼠疫病例并成为疫区ꎬ１２
月 ３１ 日长春列车中发现鼠疫ꎬ１９１１ 年 １ 月大连

发现鼠疫ꎬ１ 月 ２１ 日北京发现鼠疫ꎮ〔７〕

东北鼠疫的暴发与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变迁

有着密切联系ꎮ〔８〕 ２０ 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

发展ꎬ对外贸易带来的繁华景象令一度被视为关

外蛮荒之地的东北三省ꎬ成为 ２０ 世纪以来发展

最迅速的地区ꎮ 而随着俄国、日本势力的侵入ꎬ
及其所控制的东清铁路、南满铁路的开通ꎬ大连、
奉天(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迅速发展成为跨

区域的铁路、港口的中心城市ꎬ聚集了大量来自

山东、河北等地“北上闯关东”的移民ꎮ 到 １９０８
年ꎬ奉天接纳的移民已达 ５００ 万人ꎬ满洲地区约

有 ９０ 万人ꎬ其中哈尔滨地区就有 １０ 万人ꎮ〔９〕

铁路的开通ꎬ开启了东北地区近代城市化进

程ꎮ 哈尔滨作为东北交通枢纽ꎬ成为人口密集的

商业城市ꎮ 铁路横穿市区ꎬ将哈尔滨分成东西两

部分ꎬ西边为道里或道中ꎬ东边为道外ꎮ 道外的

傅家甸ꎬ也称为华界ꎻ而道中设有涉外公署ꎬ即俄

国租界ꎮ 从地理概念上说ꎬ哈尔滨包括了铁路附

属地的埠头区和新城区以及傅家甸ꎬ而中国的道

署就设在傅家甸ꎮ〔１０〕 华界的人口在俄国人获得

东清铁路修筑权后急剧增加ꎬ包括大量的民工、
商人和移民ꎬ规模逐渐扩大形成了街市ꎮ 尤其在

１９０３ 年东清铁路正式通车后ꎬ发展更是一日千

里ꎬ街巷纵横ꎬ人语喧嚣ꎬ居住了 ２４０００ 人ꎮ〔１１〕 城

市化进程加剧人口密集度ꎬ改变了社会系统ꎬ造
成了城市两极分化ꎬ简陋和密封的住宿条件也加

剧了鼠疫的流行ꎮ
东北鼠疫是环境与人相互的产物ꎬ也反映社

会经济变迁带来的生物圈的变动ꎮ 人们对旱獭

皮毛带来的高利润的追逐ꎬ使得人类介入鼠间鼠

疫的传播链ꎬ导致了鼠疫在人与人之间暴发ꎮ 东

北的鼠疫源自旱獭ꎮ ２０ 世纪以前ꎬ猎人经验丰

富ꎬ能够辨别旱獭是否染疫ꎬ所以不会带回得病

的旱獭ꎮ 然而在 ２０ 世纪初ꎬ旱獭皮在毛皮制品

消费市场上供不应求ꎬ价格激增ꎮ〔１２〕 捕杀、售卖

旱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ꎮ 猎人在冰天雪

地的原始森林中风餐露宿ꎬ往往食物不足ꎬ就吃

旱獭肉ꎮ 鼠疫病毒也因此由病旱獭传染给了这

些捕猎者ꎮ
铁路成为瘟疫传播的一大途径ꎮ 自 １９０７ 年

清政府成立邮传部ꎬ全国掀起了修建铁路的热

潮ꎬ直至清末民初现有铁路三十四线ꎬ其中ꎬ关外

的东清铁路、南满铁路ꎬ分别为俄人、日人所经

营ꎮ 尽管 １９１１ 年正月初ꎬ俄国人在满洲里“厉禁

交通”“严防巡防”ꎬ在边境地区设置防疫线ꎬ可
是ꎬ惊慌不安的人们从满洲里沿着铁路沿线四散

而逃ꎬ而鼠疫随逃难灾民迅速蔓延东北三省ꎮ 染

疫人员仍随着东清铁路、南满铁路南下传播鼠

疫ꎮ 鼠疫由满洲里传入哈尔滨ꎬ并且波及扎赉诺

尔、扎兰屯、海拉尔、齐齐哈尔等地ꎮ 作为东清铁

路的枢纽———哈尔滨首当其冲成为鼠疫的疫区ꎮ
尽管东清铁路公司在哈尔滨设立防疫会ꎬ每天检

查ꎬ并且雇佣俄国医员负责傅家甸区的华界检疫ꎮ

二、合力战“疫”

疫情发生后ꎬ东三省原有的医疗方式陷入无

效困境ꎬ因为中医应对的手段不过就是放血和针

灸ꎬ但最终结果是医患同归于尽ꎮ 当时俄国医生

也有染症去世的ꎮ 病人的症状先是发烧咳嗽ꎬ然
后出现吐血ꎬ短短几日内死亡ꎬ死后皮肤呈紫红

色ꎮ 哈尔滨地方官厅发现疫症后ꎬ将病人送往市

内ꎬ安置在由公共澡堂改造成的医院内ꎮ 官方政

府将病人隔离ꎬ在病死后给予适量埋葬费ꎬ除此

之外对疫情束手无策ꎬ无法控制疫情向南蔓延ꎮ
１９０９ 年 ２ 月(宣统元年)ꎬ锡良奉命担任奉

天、吉林、黑龙江东三省的总督ꎮ〔１３〕 锡良在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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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小觑ꎬ由于他担起了

抗“疫”的重责ꎬ相当于是防疫的后勤总长和救

火队长的角色ꎮ １９１０ 年 １０ 月哈尔滨暴发鼠疫并

迅速蔓延至东北三省ꎬ直至 １９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因

“疫势渐退”“肃清东省疫象”而有“慈宫嘉许锡

良懿旨”ꎬ〔１４〕同年 ３ 月 ２６ 日据«东方杂志»“东三

省疫患肃清宣布中外ꎬ以东督锡良等电奏也”ꎮ〔１５〕

这四个月的战“疫”过程ꎬ不仅是对东北三省民

众的考验ꎬ更是对锡良从政以来的最大考验ꎮ 素

以廉洁仁爱而著称的锡良总督在此次瘟疫面前

如何指挥战“疫”? 下面我们将分析锡良、施肇

基、伍连德三人的互动ꎬ考察中央与地方这两个

层面之间如何建立信任机制ꎬ进而合力战“疫”ꎮ
由于防疫事务属于社会救济ꎬ当时中国地方

社会无力担起抗“疫”责任ꎬ这时候只有地方政

府责无旁贷成为社会救济的主角ꎮ 由于清末立

宪运动ꎬ使得权力集中与地方治理之间的紧张关

系有所缓解ꎮ 地方权力有所伸张ꎬ使得地方治理

有效性增强ꎮ 锡良上书清政府ꎬ考虑东北地区连

接华北ꎬ他以“唇齿相依” “轻则东三省失陷ꎬ重
则大清社稷飘摇”的大局角度分析鼠疫蔓延将影

响京畿重地的安稳ꎬ为了避免京师乃至全国受其

影响迫使摄政王(由于宣统皇帝即位时年幼ꎬ由
他的父亲载沣摄政)同意廷议防疫事务ꎬ并准派

专业人士前往东北协助控制疫情ꎮ 清政府派出

外务大臣施肇基ꎬ〔１６〕 由于他刚从吉林省西北路

道道台退任ꎬ十分熟悉东北地形并与外务部保持

亲密联系ꎬ随时能与俄国人和日本人打交道ꎮ 施

肇基在斡旋处理东北地区的俄国和日本势力之

间的合作防疫事务ꎬ防疫事务上能争取日本和俄

国的大力支持就有他的功劳ꎮ １９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ꎬ清政府“选派中日医生购备药料器具ꎬ由奉驰

往襄助ꎮ 复经外务部速委中国医生伍连德、法国

医生梅聂、英国医生吉陛同时前往”ꎮ〔１７〕 施肇基

力荐伍连德ꎬ终于使清政府做出决定ꎬ任命伍连

德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ꎬ为其准备护照和

有关公文ꎬ并发给奉天总督、吉林巡抚、西北路分

巡兵备道和陆军军医学堂ꎮ〔１８〕

同时ꎬ锡良在东北地区的措施宽猛相济ꎮ 一

方面ꎬ他奏请“出力人员ꎬ照军营异常劳绩褒奖ꎮ
其病故者ꎬ依阵亡例优恤”ꎬ很快得到朝廷批准ꎮ
“吉林、黑龙江两省都分别制定了有关防疫捐躯

人员的抚恤金ꎬ比如医生抚恤银 １ 万两ꎬ学生抚

恤银 ５０００ 两等ꎮ” 〔１９〕另一方面ꎬ锡良重拳处理了

一批官员ꎮ 吉林西北路道的于驷兴“虽担任防疫

活动的监督ꎬ却不热心于其职务ꎬ故令署吉林交

涉使郭宗熙兼任西北路道”ꎬ吉林西南路道的李

澍恩因“防疫不力”而被革职ꎮ 锡良还十分注重

信息的透明ꎬ及时上传下达ꎬ完全没有进行消息

封锁ꎮ 他要求东清铁路各州县每天用电报报告

鼠疫的流行情况ꎬ“所有关于防疫电报一律免

费”ꎮ〔２０〕锡良作为地方大吏廉洁、干练、负责ꎬ由
于他政治上比较开明ꎬ其管辖的东三省是 ２０ 世

纪初全国范围内较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地区

之一ꎮ 在他的认可下ꎬ地方自治组织相继成立ꎬ
«盛京时报»«奉天公报»«抚顺日报»等报刊杂志

相继开办ꎬ在鼠疫防控宣传报道中也担当了重要

作用ꎮ 此外关内的一些大报ꎬ如«申报» «大公

报»«新闻报»等ꎬ也都直接参与了对此次东北鼠

疫的跟踪报道ꎮ 总之ꎬ纸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当时的社情民意ꎬ使得此次鼠疫的防控过程比以

往更为透明ꎬ减小了灾难性影响的范围ꎮ 从中也

可发现许多新的变化ꎬ主要表现为宣传科学防疫

知识、提倡新的文明生活方式以及建立新公共卫

生制度的理论构想等诸多方面ꎮ
可是对于管理者来说ꎬ防疫还有一大阻力来

自普通民众ꎬ当时的民众普遍缺乏现代医学常

识ꎮ 世界上普遍认为中国人不讲卫生ꎬ缺乏公共

卫生常识ꎬ所以才会染病独多ꎮ １９１１ 年奉天还

发生过这样一件事:１ 月 １４ 日ꎬ一列载着关内劳

工的列车离开奉天前往山海关ꎮ 可是不久之后ꎬ
列车上就发现了两名乘客死于鼠疫ꎮ 因为发现

了感染者ꎬ第二天ꎬ这列火车不得不原路返回奉

天ꎬ乘客们被安置在车站附近的客栈里ꎮ 因为需

要采取隔离措施ꎬ客栈周围设置了警戒ꎮ 八天后

一百多名劳工暴动逃离了客栈ꎬ而一周后奉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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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人数突然暴增当时奉天隔离规定“若有

敢图潜脱者当即击毙以杜后患”ꎮ〔２１〕民众对抗疫

事业的认识和配合ꎬ也是社会和国家良性互动的

反映ꎮ 可见ꎬ伍连德的“科学防疫”是建立在一

定的社会支持系统基础上的ꎬ若没有这个前置条

件ꎬ再科学的防疫措施也无法见效ꎮ
正是锡良和施肇基的信任和全力支持ꎬ使得

防疫总医官伍连德的全部防疫战术思想得以在

东三省的财政、军政、民政等方面畅通无阻ꎮ
１９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伍连德带着他的助手林家瑞

启程ꎬ经山海关、长春ꎬ１２ 月 ２４ 日到达哈尔滨ꎬ
深入疫区开展防治工作ꎮ 他“扮演了一个庞大组

织司令的角色”ꎬ“给医生、警察、军队ꎬ甚至地方

官吏下命令”ꎮ〔２２〕

伍连德采取以下四个步骤:分区隔离、集中

焚尸、断绝交通、寻找病源等措施ꎬ有效遏制了疫

情ꎮ 由于伍连德解剖疫尸发现此次鼠疫是肺鼠

疫ꎬ它能通过飞沫等接触传播ꎬ感染肺部等重要

器官ꎬ所以分区隔离的方案是当时最适合的ꎮ
首先ꎬ伍连德将傅家甸划分成 ４ 个区ꎮ 每区

由一名医药大员主持ꎬ配备两名助理、４ 个医学

生以及为数众多的卫生夫役与警察ꎮ 救急队内

分诊断、消毒、抬埋、站岗等诸多岗位ꎮ 每天各区

派出 ４０ 多支搜查队ꎬ挨家挨户检查疫情ꎮ 一旦

发现有人感染鼠疫ꎬ就立即送到防疫医院ꎬ并用

生硫磺和石炭酸在病人居住过的房屋内消毒ꎮ
为了顺利执行分区防疫计划ꎬ锡良专门从长春调

来了 １１６０ 名士兵组成步兵团ꎬ对疫区内进行交

通管制ꎮ 政府规定傅家甸内居民出行必须在左

臂佩戴代表区颜色(白、红、黄、蓝)的证章ꎬ并且

活动范围限制在本区内ꎬ如果想要去其他区域需

要申请特别准许证ꎮ 即使是区内的军人也必须

严格遵循这一规章ꎬ不允许随意走动ꎮ 正在城市

外围承担封锁任务的 ６００ 名警察被撤换下来ꎬ在
接受防疫培训后ꎬ被分配到防疫局医生直接控制

的 ４ 个分区和防疫站ꎮ 伍连德则评价说ꎬ这支队

伍后来被证明“有巨大的价值”ꎮ
伍连德向东清铁路公司借了 １２０ 节火车车

厢ꎬ用做隔离营ꎬ收容鼠疫患者家属和接触者ꎬ以
及出现咳嗽等症状的疑似者ꎮ 由医生每日诊察ꎬ
只有连续 ７ 天体温正常才能解除隔离ꎮ 在后来

的国际鼠疫大会上ꎬ他还将此作为最重要的经

验:“这是一种最有效的隔离方式ꎬ在铁路附近的

任何地方ꎬ都能很快建立起来ꎮ”按照收治病人的

病情轻重ꎬ将诊病院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

院和防疫施医处ꎮ 在各病院中设置医官、庶务、
司药生、看护、巡长等ꎬ既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

了治疗ꎬ又避免他们之间交叉感染ꎮ “‘疑似病

房’的提法是伍连德首创的ꎬ直到现在我们还在

使用ꎮ”这也足以证明伍连德的能力和远见ꎮ
其次ꎬ集中焚烧疫尸ꎬ更是需要社会民众的

支持ꎬ因为当时中国人的传统伦理观念还没有完

全认同火葬ꎮ 但为了防疫需要ꎬ１９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伍连德向清廷上书请求准许火葬ꎬ同时ꎬ哈尔

滨的官商绅士也联名向锡良陈情ꎬ希望批准火

葬ꎮ ４８ 小时后ꎬ即 １ 月 ３０ 日ꎬ他们获电报批准ꎮ
正是在疫病面前ꎬ政府和社会商民都全力支持伍

连德的火葬举措ꎬ才避免了疫情的扩散ꎮ〔２３〕

随后ꎬ道里哈尔滨俄人居住区、奉天、长春、
黑龙江全省纷纷仿照傅家甸的模式建立起防疫

体系ꎮ 伍连德考察中俄边境后完成的«旱獭(蒙
古土拨鼠)与鼠疫关系的调查»１９１３ 年发表在顶

级医学期刊«柳叶刀»上ꎻ１９２３ 年 ６ 月 ２ 日ꎬ伍连

德带着东三省防疫处专家伯力士、关任民、扎博

罗特内等人再次赴中俄边境考察ꎬ捕获到了染疫

以及病死的旱獭ꎬ以此为实验动物及标本进行了

“旱獭疫菌吸入性实验”ꎮ “这个实验结果非常

有价值ꎬ它证明了旱獭之间可以不经过跳蚤这个

中间媒介ꎬ而是通过空气传播鼠疫杆菌ꎻ反过来

也证明ꎬ人与人之间也可以直接传播病菌”ꎮ
正是伍连德遵循流行病学的基本原理ꎬ东北

防疫过程经过迅速查清疫源、截断传播途径、救
治危重人群这三个阶段ꎬ最终得以有效防控ꎮ 其

中ꎬ截断传播途径这一阶段在近代中国却是困难

重重ꎮ 因为东北地区的铁路、港口等主要交通控

制权掌握在外国列强手中ꎮ 如果实施“隔绝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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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ꎬ除了清政府的决断之外ꎬ还需要与日本、俄
国的合作才能实现ꎮ

三、中日俄三方合作防疫事务

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ꎬ东北三省

是半殖民地社会的缩影ꎮ 复杂的地缘政治使得

东北三省成为日俄等列强的势力范围ꎮ 俄国制

定了蚕食亚洲的“远东政策”ꎬ而西伯利亚大铁

路在俄国的侵略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ꎮ 俄国财

政大臣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主张西伯利

亚大铁路干线(东清铁路)应通过中国东北直达

海参崴ꎬ并取得了东清铁路北满干线和南满干线

的修筑权ꎮ 东清铁路耗资巨大ꎬ俄国为铁路的修

建付出高昂的费用ꎬ在 １８９８—１９０１ 年间共拨款

２５２１６. ７ 万卢布ꎬ〔２４〕 聘请了 ６ 万名左右中国劳

工ꎮ〔２５〕中日甲午战争ꎬ由于中国战败ꎬ日本通过

«马关条约»开始介入中国东北地区ꎮ 日俄战争

后ꎬ日本占领东清铁路的长春至大连路段ꎬ即获

得南满铁路的租借权ꎬ为了管理南满铁路ꎬ在
１９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ꎬ总
部设在东京ꎬ并在旅顺设立关东都督府ꎬ负责军、
民二政及南满铁路附属地的防卫事务ꎬ日本势力

日益渗透东三省ꎮ〔２６〕 因此ꎬ对俄国和日本而言ꎬ
出发点是保障东北地区铁路的权益实行ꎮ 中日

俄三方围绕交通隔绝方面在防疫事务上开展了

合作ꎬ清政府在与日本和俄国的合作中开始创建

中国公共卫生防疫事业ꎮ
中国的东清铁路、南满铁路自开通以来半个

多世纪ꎬ检疫权一直控制在帝国主义者手中ꎮ〔２７〕

１９０７ 年日俄的第一次协商ꎬ划北满、外蒙古为俄

国ꎬ南满、朝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ꎮ １９１２ 年日俄

的第三次协商ꎬ划内蒙古东部属日本ꎬ西部属俄

国的势力范围ꎮ 满洲里、哈尔滨是俄国势力范

围ꎬ而长春、奉天(沈阳)、营口等地主要是日本

势力范围ꎮ〔２８〕伍连德自述“１９１０ 年 １２ 月间东省

肺病流行猖獗ꎬ本地官僚及汉腐庸流均以束手难

防此种急性传染之流毒ꎮ 吾国苟无适宜预防之

策ꎬ又恐日、俄派遣医员及陆军呈其野心ꎬ而越俎

代庖ꎮ” 〔２９〕可见ꎬ鼠疫一旦暴发ꎬ日俄双方纷纷想

插派专家及出兵接管ꎬ并企图趁火打劫控制东

北ꎮ
清政府一开始防疫不力ꎬ除了将病人隔离之

外并未有具体防治办法ꎬ以致疫情不断向南蔓

延ꎮ 据统计ꎬ１９１０ 年 １０ 月至 １１ 月ꎬ满洲里、哈尔

滨相继暴发肺鼠疫ꎬ致死率特别高ꎬ在短时间内

席卷东北三省、京津、山东、汉口ꎬ扩散到长江浦

口的 ６５ 县市ꎮ 染疫死亡人数五万余人ꎬ财产损

失 １ 亿余美元ꎮ 据统计ꎬ至 １９１１ 年 ４ 月ꎬ各省及

各地区报道的染疫死亡人数共 ５２４６２ 人ꎬ其中黑

龙江 １５２９５ 人ꎬ吉林 ２７４６７ 人ꎬ奉天 ５２５９ 人ꎬ旅
顺、大连 ７６ 人ꎬ经奉天—天津—北京 １６９３ 人ꎬ经
北京—汉口 １７３ 人ꎬ北京经直隶、山东至长江浦

口 ９２８ 人ꎬ山东 １５６２ 人ꎮ〔３０〕 严重的疫情令中央

和地方官吏开始重视防疫ꎬ并积极加强与世界各

国的防疫合作ꎬ比如聘请外国医生直接参与防疫

工作等ꎬ这是以往清政府所没有的举措ꎮ
俄国人在满洲里发现首例鼠疫ꎬ在其势力范

围内执行了严苛的隔离ꎮ 他们用兵驱逐华人ꎬ焚
烧华人的市场ꎮ 只要街道店铺内有传染病的人ꎬ
无论是否患了鼠疫ꎬ俄国人马上就会派人封门闭

户ꎬ将人赶到火车站外铁路线上ꎬ将华人圈入“瓦
罐车”内ꎬ不许他们出来ꎮ 然而隔离政策并没有

达到实际效果ꎮ 华人和俄国人的大量死亡ꎬ１５
日之间约达 ５００ 名ꎬ其中 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以

来满洲里的华人自隔离以来丧命者 ３００ 多人ꎬ此
后数量不断增加ꎮ〔３１〕 “从圣彼得堡报道ꎬ哈尔滨

城内每天死亡 １５０ 人ꎬ染疫尸体有的被狗啃咬ꎬ
有的被扔进黑龙江ꎬ这一幕像极了欧洲中世

纪ꎮ” 〔３２〕这令俄国人极为恐慌ꎬ让人们想起了欧

洲的“黑死病”ꎮ
１０ 月 ２６ 日俄国在哈尔滨执行了更严厉的

检疫手段ꎬ可是仍然维持铁路运输ꎮ 当时俄国提

议ꎬ在铁路线驻扎俄兵ꎬ凡在哈尔滨道里的华人

往来均须检验ꎬ并由俄国东清民事机关发放传

单ꎮ 俄国人对进出东北的中国人进行残酷的检

疫ꎬ一周内因俄国人阻止而返回的旅客ꎬ每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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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数百人ꎮ 而且有传言ꎬ一旦进入东北ꎬ几乎有

不能生还的危险ꎮ 俄国先后在满洲里和沈阳将

万余名中国人驱逐出境ꎬ用火车押送到长春ꎬ但
控制长春的日本人不允许这些中国人入境ꎬ导致

不少人未感染鼠疫却冻死饿死ꎮ 这是十分痛心

的事件ꎮ 俄国的检疫手段是对中国人采取区别

和严苛隔离对策ꎬ引起了中国商民的抗议ꎮ
由上可知ꎬ虽然首先发现鼠疫的俄国政府先

开展了隔离对策ꎬ可是由于没有隔绝交通反而使

得鼠疫在东北地区蔓延流行ꎬ形成瘟疫ꎮ 相反

地ꎬ日本方面则更多积极地参与东北防疫事务ꎬ
获得了中国方面的信任ꎮ 东三省总督锡良则谓

“关东预防鼠疫事业须信任日本官吏ꎬ使两国共

同筹商预防办法ꎬ 现拟自奉天以南 断 绝 交

通”ꎮ〔３３〕真正完全实施“隔绝交通”政策ꎬ离不开

日俄和清政府的通力合作ꎮ
１９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清政府在长春设检疫所ꎮ

锡良认为疫情随着火车在铁路沿线扩散ꎬ因此他

发急电吁请朝廷进行交通管控:“(应)于火车经

过大站添设病院、检疫所ꎬ凡乘火车由哈(尔滨)
赴长(春)、由长(春)赴奉(今沈阳)之商民ꎬ节节

截留ꎬ一起送所检验ꎬ过七日后方准放行ꎮ” 〔３４〕 山

海关是从东北进入关内的必经之路ꎬ１ 月 １３ 日

清政府在山海关设立检疫所ꎬ任何经过山海关的

旅客都要留置 ５ 天观察ꎬ即便是当时的太子太

傅、钦差大臣郑孝胥从东北返京ꎬ也在山海关停

留了 ５ 天ꎮ〔３５〕经过交涉ꎬ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于

１ 月 １４ 日停驶ꎬ俄国控制的东清铁路于 １ 月 １９
日采取检疫办法、部分停票ꎮ 也许是出于对疫情

蔓延的恐惧ꎬ清政府对交通的控制也不断升级ꎮ
１ 月 ２１ 日清政府下令“京津火车一律停止ꎬ免致

蔓延”ꎮ〔３６〕至此ꎬ关内外的铁路交通完全断绝ꎮ
除隔绝交通之外ꎬ日本和俄国纷纷伸出援助

之手ꎬ财政上、物资上、人员上合力帮助清政府渡

过难关ꎮ １９１１ 年 １ 月ꎬ日本政府当天提出“将满

洲防疫费一百万元追加预算”议案并通过ꎮ〔３７〕 满

洲瘟疫ꎬ俄国政府拿出 ４００ 万卢布作为东北三省

防“疫”经费ꎬ其中 ２５０ 万卢布用于海参崴ꎮ〔３８〕

１９１１ 年 ２ 月ꎬ关东都督大岛义昌会见东三省都

督锡良ꎬ“谓当实行扑灭鼠疫之策处置结局定设

清日两国防疫委员大岛都督电请日本政府派遣

赤十字社(红十字会)、担架队至满洲防疫本部

可ꎮ” 〔３９〕然而ꎬ随着日本全面介入防疫事务ꎬ开始

有政治干涉的现象ꎬ反映了其殖民的野心ꎮ “日
本藉词奉天防疫不善ꎬ彼将派人逐户检查ꎬ锡督

严阻不听ꎬ已传知居民闭门不纳ꎮ” 〔４０〕 日本引进

西方医学ꎬ将近代医疗卫生事业强制、积极地导

入中国ꎬ包括在满洲应用血清疫苗等防疫法ꎬ目
的是全面提升卫生基础ꎬ从而彰显现代化的模范

地区ꎬ以当地人民健康标示日本统治下的文

明ꎮ〔４１〕日本通过卫生事业拓展策略和治理技术ꎬ
实际上是为了在满洲地区扩张其国家势力ꎬ通过

掌控卫生事业近代化进程来实现其政治压制和

经济掠夺的野心ꎮ 所以ꎬ其积极合作和参与防疫

的背后也带有帝国扩张和权力象征的面向ꎮ
施肇基 １９１０ 年 １２ 月底提出召开国际防疫

会议ꎬ遍邀各国专家ꎬ来华讨论扑灭办法ꎮ １９１１
年 １ 月是疫情最危急的时候ꎬ多国增援的医生到

达ꎬ减轻了伍连德的工作压力ꎬ他们几次开会商

定了一系列周密的防疫方案ꎮ 中日先后共召开

６ 次会议ꎬ其中«长春中日隔断交通之章程»就是

中日防疫合作的成果之一ꎮ 民政、交涉两司会同

日本防疫人员成立了“中日防疫会”ꎬ多次开会

讨论东北南部防疫措施ꎮ ３ 月 ２２ 日ꎬ施肇基到

达奉天(沈阳)ꎬ他担任国际防疫会议的最高委

员ꎬ专门主持非科学方面的事务ꎬ清政府拿出 １０
万银元筹备此次会议ꎮ

１９１１ 年 ４ 月 ３ 日至 ２８ 日ꎬ伍连德在奉天主

持召开万国鼠疫大会ꎬ这是首次由我国主办的国

际医学会议ꎬ会上伍连德被选为大会主席ꎮ〔４２〕

１９１２ 年ꎬ东三省防疫处创立ꎬ伍连德担任总办兼

总医官ꎮ 在奉天设置了奉天全省防疫总局ꎬ在北

京设置了北京临时防疫事务局ꎬ在上海公共租界

工部局卫生处进行了鼠疫防治等工作ꎬ在闸北区

成立了卫生局和防疫处等ꎬ各地纷纷成立防疫组

织ꎬ〔４３〕这些机构与商会、自治会相互协作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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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鼠疫的防治ꎮ
全国各级政府沿用东北防疫措施ꎬ比如上海

“设立防疫所和消毒所ꎬ将有疫地段的铺户和居

民暂行迁入调养进行隔离ꎬ由防疫所提供衣食ꎬ
其房屋用白铁皮围筑并用铁丝网搜捕老鼠并药

物进行清洁ꎬ派出之人役并种疫苗进行预防ꎬ有
疫之人送中国医院医治”ꎬ陕西进行全省扫除污

渍等ꎮ〔４４〕

清政府上下积极应对ꎬ采用西方医学的救治

体系ꎬ实施了现代化的防疫措施ꎬ尽力创建近代

公共卫生事业ꎬ最终控制了疫情蔓延ꎬ促进了防

疫体系的近代化ꎮ 此后中国虽然暴发了几次鼠

疫ꎬ不过没有引发大规模的流行瘟疫ꎬ这与政府

和社会共同创建的防疫体系有关ꎮ
由于公共卫生的重心在于未知ꎬ公共卫生备

战于平时ꎬ这就需要提高本国卫生教育、卫生行

为甚至是卫生文化、卫生体制的近代化ꎮ 公共卫

生组织的创建ꎬ需要政府行政和专业人士来维持

运转ꎮ 伍连德后来担任首届中华医学会会长ꎬ他
四处奔走ꎬ不断向政府呼吁提高民众公共卫生安

全觉悟和重视医学教育ꎮ １９１２ 年外务部在哈尔

滨成立满洲防疫事务所ꎮ 民国时期内务部又设

立中央防疫处ꎮ 防疫的组织机构下设到县、厅一

级ꎮ 哈尔滨防疫组织为东北三省防疫机构的建

立起到了示范作用ꎮ １９１１ 年在哈尔滨成立的东

北防疫处ꎬ是我国第一个自主的防疫机构ꎮ 随

后ꎬ地方当局分别在哈尔滨、牛庄、安康等 ８ 处设

防疫医院及检疫处ꎮ １９１９ 年中央防疫处在北京

成立ꎬ而所效仿的就是 １９１０—１９１１ 年以东北肺

鼠疫流行为契机ꎬ在哈尔滨建立由伍连德掌管的

东北防疫处ꎮ〔４５〕

伍连德认为ꎬ光靠少数医务工作人员不行ꎬ
还要培养一批医务人员ꎮ １９２６ 年ꎬ伍连德创办

了哈尔滨医学专科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前

身)为当地培养医学人才ꎮ 此外ꎬ在长春、沈阳、
上海等各地兴建医院和医学院ꎬ防患未然ꎮ 得益

于更多医学院的成立ꎬ培养了更多专业医学人

才ꎬ使得清末防疫卫生事业真正得以建设起来ꎮ

伍连德提出的在北京建一所现代化医学院和医

院的建议被采纳ꎬ即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医院ꎮ
１９２６ 年 １０ 月到 １９２８ 年东北第二次发生鼠疫ꎬ东
北地区建立的七所防疫医院开展及时救治ꎬ使得

６８７７０ 人得到治疗出院ꎮ〔４６〕这充分显示了近代防

疫体系建立的有效性ꎮ

四、结　 语

１９１０ 年东北地区肺鼠疫的暴发及其蔓延ꎬ
与当地社会经济变迁有着密切联系ꎮ 城市的繁

荣ꎬ移民的涌入ꎬ经济发展的背面是中国地方公

共卫生事业和全国公共卫生制度的空白ꎬ这也成

为遏制近代中国发展的内部短板ꎮ 疫情考验一

个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卫生体系ꎬ需要的是政府、
社会和民众的同心抗疫ꎮ

鼠疫暴发以来ꎬ中央和地方ꎬ清政府和日本、
俄国等帝国主义之间合力防疫ꎬ特别是各级政府

对此次东北鼠疫的防治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公共

卫生防疫制度开始建立的标志ꎮ 当时东三省取

得了良好效果ꎬ基本措施如成立专门的防疫处、
隔离患者、烧埋尸体等ꎬ总结成防疫经验被其他

地区采用ꎬ防治鼠疫也成为当时一些大城市政府

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能ꎮ 特别是外务部成立的中

央防疫处直接起到了很好的行政指导作用ꎮ 围

绕鼠疫的治疗和处置过程ꎬ地方防疫所依次成

立ꎬ使得中央与地方围绕着防疫问题加强了双方

的互动与联系ꎬ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组织通过自

治力量逐渐扩大了自身实力ꎮ
对于清政府来说ꎬ医疗体系同样受到鼠疫带

来的冲击ꎬ开始走向一个全新的方向ꎬ即重视西

医的治疗ꎬ建立近代公共卫生防疫制度ꎮ 清末民

初ꎬ随着清朝灭亡ꎬ民国初创ꎬ政治权力变化影响

着公共卫生制度的近代化ꎬ防疫事业在地方上因

为权力分散而受到影响ꎮ 正如伍连德在山西防

疫时候ꎬ指出中央式微ꎬ地方政出多门ꎬ一旦发生

瘟疫ꎬ地区防疫事务常力不从心ꎬ所以他提出“经
济无阻ꎬ则政易行ꎻ取外之长ꎬ补我之短ꎻ择其善

者而从之ꎻ尚科学之研究ꎬ根本之追求ꎻ扫除陋俗

—３６１—

论东北鼠疫大暴发对清末民初防疫卫生事业建设的内外影响



恶习ꎬ戒绝奢华之风ꎻ求实际ꎬ尚恭谨ꎻ国由此强ꎬ
家从而富ꎮ” 〔４７〕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ꎬ国民党政府开始重视卫

生制度化和法规化ꎮ １９３０ 年代国民政府在收回

关税自主权的同时ꎬ接收了通商口岸的检疫机

构ꎬ其中伍连德就担任管理处处长兼上海海港检

疫所所长ꎬ自此中国人开始掌管检疫主权ꎮ 根据

１９２６ 年«万国卫生公约» 制定中国的 «检疫章

程»ꎮ 同时通过卫生教育培养大量的公共卫生教

育的人才ꎮ 对于中央政府来说ꎬ采纳伍连德等医

学博士的条陈ꎬ交通部分别指示全国官有铁路严

厉执行各种卫生规则ꎬ教育部批准各校适用卫生

的教科书ꎬ这些都是新的变化ꎮ 还有ꎬ重视对检

疫人才的培养ꎬ当时在国外学医十余年的医学专

家刘瑞恒、金宝善等回国报效ꎬ为中国医学事业

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ꎮ
同时ꎬ社会媒体不断加强科学常识的普及ꎮ

在鼠疫的防治过程中ꎬ民众和国际社会给予了大

量支持和帮助ꎬ使得中国民众心态也发生了变

化ꎮ 鼠疫导致产生民众恐慌心理ꎬ开始重视日常

卫生健康的习惯ꎬ中国在文明道路上向前进了一

步ꎬ这为中央政府建立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创造了

心理条件ꎮ １９３１ 年至 １９３２ 年ꎬ作为检疫管理处

领导的伍连德和高级检疫医官进行了 １７ 次学术

演讲ꎬ并通过«申报» «新闻报»等媒体进行广泛

宣传报道ꎬ比如“传染病之处理” “传染病之要

点”等ꎮ 从长远来看ꎬ人民对瘟疫以及瘟疫与环

境关系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ꎬ对人与生

存环境的认识更深了一层ꎮ
此外ꎬ公共卫生制度的近代化ꎬ体现在国际

合作ꎮ 清政府召开万国鼠疫大会ꎬ这是中西相互

合作的结果ꎮ 虽然合作背后仍有帝国主义势力

通过卫生行政来攫取更多经济利益和政治权益

的事实ꎬ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的性质ꎮ
特别是在东北地区日本帝国主义日益扩张势力ꎬ
不仅表现在对防疫事务的干预和介入的野心ꎬ而
且还表现在日军 １９３２ 年占领哈尔滨ꎬ东三省防

疫处被日军控制ꎮ 在失去主权的情况下ꎬ卫生行

政权也被日方所夺取ꎬ直至 １９４５ 年抗战胜利才

得以收回ꎮ

注释:
〔１〕１９９０ 年至今中外学界围绕鼠疫问题发表了千余篇论

文ꎬ专著也不少ꎮ 其中ꎬ〔美〕班凯乐(Ｃａｒｏｌ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从历史、地

理和传染学的角度研究清代中国鼠疫问题ꎬ考察国家与社会、殖
民政府与殖民地人民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ꎻ日本学者饭岛涉利

用大量档案资料和统计调查资料ꎬ以卫生的制度化为中心线索ꎬ
对 １９ 世纪末至 ２０ 世纪初中国鼠疫展开实证研究ꎻ曹树基、李玉

尚则分别从鼠疫史的方法论、鼠疫流行模式(战争与和平时期)、
环境变迁与国家医学等角度探讨了中国的鼠疫流行史ꎮ

〔２〕鼠疫(英文名为 ＰｅｓｔꎬＰｅｓｔｉｓꎬ日文名为ペストꎬ中文翻译

“百斯笃”)ꎬ分为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性鼠疫三种ꎬ其中肺鼠

疫(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ｃ ｐｌａｇｕｅ)是由呼吸道飞沫传染的病人ꎬ在 ２—３ 天潜

伏期后就会暴发ꎬ如不及时治疗ꎬ病人死亡率几乎达到百分之

百ꎮ 曾在 １４ 世纪欧洲横行ꎬ称为“黑死病”ꎮ １９ 世纪后半叶在

世界流行ꎬ全球暴发的鼠疫疫情一度令人类陷入恐慌之中ꎮ
〔３〕ＷｕꎬＬ. Ｔ. ꎬＣｈｕｎꎬＪ. Ｗ. Ｈ. ꎬＰｏｌｌｉｔｚｅｒꎬＲ. ꎬ“Ｐｌａｇｕｅ ｉｎ Ｍａｎ￣

ｃｈｕｒｉａ”ꎬ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ｇｉｅｎｅ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Ｖｏｌ.
２１ꎬＮｏ. ３ꎬ１９２３ꎬｐｐ. ３０７ － ３５８.

〔４〕 Ｗｕ Ｌｉｅｎ － Ｔｅｈꎬ Ｍ. Ｄ. ꎬ Ｂ. ｃｈ. Ｃｎｔａｂ. ꎬ “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ｇｕｅ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ꎬ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
１ꎬＮｏ. ３５６７(Ｍａｙ １８ꎬ１９２９)ꎬｐ. ９１４.

〔５〕 “２０１９ 年鼠疫疫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ｋｅ.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ｉｔｅｍ /
２０１９％ Ｅ５％ Ｂ９％ Ｂ４％ Ｅ９％ ＢＣ％ Ａ０％ Ｅ７％ ９６％ ＡＢ％ Ｅ７％ ９６％
ＡＢ％Ｅ６％８３％８５ / ２４１４２２０４? ｆｒ ＝ ａｌａｄｄｉｎꎬ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ꎮ

〔６〕１９０８ 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满洲里置胪滨府ꎬ民国元年

府废ꎬ九年改置县ꎬ属呼伦道ꎮ 县距省治(齐齐哈尔)西北一千二

百八十里ꎬ地濒胪朐河ꎬ亦称满洲里ꎮ 载万福麟监修、张伯英总

纂、崔重庆等整理:«黑龙江志稿» (上)ꎬ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

版社ꎬ１９９２ 年ꎬ第 ７４ － ７５ 页ꎮ
〔７〕«鼠疫袭来(上)»ꎬ«满洲日日新闻»１９１１ 年 ２ 月 ２ 日ꎮ
〔８〕胡成: «现代性经济扩张与烈性传染病的跨区域流

行———上海、东北暴发的鼠疫、霍乱为中心的观察 ( １９０２—
１９３２)»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５１ 期ꎬ２００６ 年 ３
月ꎬ第 ９１ － １２９ 页ꎮ

〔９〕曹锦清:«中国移民史» (第六卷)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

社ꎬ１９９７ 年ꎬ第 ４８１ － ４９９ 页ꎮ
〔１０〕傅家甸又名傅家店ꎬ因为滨江厅知事嫌“店”字小气ꎬ

遂改为“甸”ꎮ 因山东来的傅宝山、傅宝善兄弟在此开设了第一

家大车店ꎬ为往来的车马提供方便ꎬ挂马掌、修车ꎬ兼卖饮食杂货

等而得名ꎮ
〔１１〕伍连德:«录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报告大空书»ꎬ«中西

医学报»第 １０ 卷第 ５ 期(１９２９ 年)ꎬ第 ６９ － ７５ 页ꎮ
〔１２〕１９０７—１９０８ 年ꎬ旱獭皮经过加工后受到了欧洲市场青

—４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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睐ꎬ并直接销往伦敦和莱比锡的皮毛市场ꎬ皮毛价格遂由以往每

张 ２０ 戈比(相当于 ０. １２ 美元)上升到 １９１０ 年的 １ 卢布 ２０ 戈比

(相当于 ０. ７２ 美元)或更高ꎮ 请参见 Ｗｕ Ｌｉｅｎ － Ｔｅｈ ｅｄ. ꎬ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ｇｕ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Ｈｅｌｄ ａｔ Ｍｕｋｄｅｎ (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１１)ꎬＳｅｓｓｉｏｎⅪꎬｐｐ. ２１７ － ２１８ꎮ

〔１３〕锡良(１８５３—１９１７ 年)ꎬ字清弼ꎬ巴岳特氏ꎬ蒙古镶蓝旗

人ꎬ晚清名臣ꎮ 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 年)ꎬ调任四川总督ꎬ在四川

积极推行“新政”ꎮ 宣统元年(１９０９ 年)２ 月ꎬ奉命总督奉天、吉

林、黑龙江东三省的事务ꎮ
〔１４〕«慈宫嘉许锡良懿旨»ꎬ«新闻报»１９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ꎮ
〔１５〕«中国大事记:宣统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东三省疫患肃

清宣布中外»ꎬ«东方杂志»１９１１ 年第 ３ 期ꎬ第 ８ 页ꎮ
〔１６〕施肇基(１８７７—１９５８)ꎬ字植之ꎬ生于江苏省苏州府吴

江县ꎬ１８８８ 年于上海圣约翰书院肄业ꎬ１８９３ 年随出使美日秘国

大臣杨儒赴美ꎬ１８９７ 年随出使美日大臣伍廷芳赴美ꎬ康奈尔大学

第一位中国留学生ꎮ １９０８ 年任哈尔滨滨江道尹ꎮ １９０９ 年 ９ 月ꎬ
滨江关道升级为吉林省西北路道分巡兵备道(简称西北路道)ꎬ
施肇基为首任道员ꎬ加参领衔ꎬ兼滨江关监督ꎮ １９０９ 年在外部交

涉使公署(相当于外交部)办事ꎬ担任外部左丞ꎬ相当于外务大臣ꎮ
〔１７〕«政府议定北方销疫办法»ꎬ«申报»１９１０ 年 １ 月 ２ 日ꎮ
〔１８〕伍连德(１８７９—１９６０)ꎬ字星联ꎬ祖籍广东广州府新宁

县(今广东台山市)ꎬ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ꎮ 医学博士ꎬ中国卫

生防疫、检疫事业的创始人ꎬ中国现代医学、微生物学、流行病

学、医学教育和医学史等领域的先驱ꎬ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ꎮ
〔１９〕«专电»ꎬ«申报»１９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ꎻ«会奏核拟防疫员

医恤典银电»ꎬ«盛京时报»１９１１ 年 ２ 月 ２０ 日ꎻ«吏部议奏防疫恤

典拟请改照殁于王事定例办理折»ꎬ«盛京时报»１９１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ꎻ«奏核给防疫员医恤银电»ꎬ«盛京时报»１９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ꎻ
«奏黑龙江防疫会副议长染疫捐躯请给恤典折»ꎬ«盛京时报»
１９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ꎮ

〔２０〕«东省防疫记»ꎬ«申报»１９１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ꎮ
〔２１〕«隔离所之戒严»ꎬ«盛京时报»１９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ꎮ
〔２２〕伍连德:«伍连德传»ꎬ徐民谋译ꎬ新加坡:南洋学会ꎬ

１９６０ 年ꎬ第 ７１ － ７２ 页ꎮ
〔２３〕«火葬场工程告竣»ꎬ«盛京时报»１９１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ꎮ
〔２４〕谭桂恋:«中东铁路的修筑与经营(１８９６—１９１７):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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